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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禮遜：中國基督教開山事業的締造者

1807年，英國倫敦傳教會派遣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牧師到中國傳教，標誌着基

督教新教正式在華傳播的開始。（1）所謂“開山時期”，是指基督教在中國傳播的“大約最初的五十

年”，馬禮遜被視為基督教新教在中國傳播的“開山始祖”。（2）不僅如此，筆者認為，馬禮遜同時也

是中國基督教新教開山事業的締造者，他佔據着中國基督教（新教）史上的多個“第一”：馬禮遜是

第一位來華的新教傳教士；翻譯出版中國第一本聖經中文全譯本；建立了第一所新教教會學校　　英

華書院；施洗了中國第一位新教基督徒蔡高；按立了中國第一位牧師梁發；編纂了第一部中英辭典

　　 《華英字典》；創辦了第一份中文月刊報紙　　 《察世俗每月統記傳》，等等。所以，我們說

馬禮遜是中國基督教（新教）開山事業的締造者，確是當之無愧的。

中國第一本聖經中文全譯本

聖經中文全譯本的出版是近代基督教傳教事業一

大成功的標誌，“而這最大的榮譽則歸給馬禮遜”（3）。

實際上，基督教自唐代（時稱景教）傳入中土

起，就開始了聖經漢譯的過程。歷來研究中文聖經

翻譯史的學者，一般把聖經的譯本分為三個類別，

“第一種是景教的譯本；第二種是天主教的譯本；第

三種是基督教的譯本。”（4）“景教的譯本”就是指唐

代的景教譯本，依據就是 1625年左右在西安府崇仁

寺附近發現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頌〉，上刻“真

經”、“舊法”、“經留廿七部”等字樣，由此推斷

在公元 7 世紀的前半期，聖經或其部分經卷已譯成漢

語。有“改正教最謙遜而最能幹的傳教士”之美譽的

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認為：“由於這不易朽

爛的石碑所留存下來的記錄，我們可得到一個極可靠

的印象，就是在第 7世紀的上半葉，最少新約已經譯

成中文。”（5）〈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頌〉因而成為基督

教傳入中國以及聖經譯成中文的最早證據。但由於迄

今尚沒有發現這批譯本，因此有關它們的一系列問題

如譯者、年代、翻譯目的、範圍等都無從查考。

至於天主教士的聖經翻譯，最早可以追溯到 14

世紀，到元大都（今北京）開教的約翰．蒙特高維諾

（John of Montecorvino）把舊約詩篇和新約全書譯

成蒙古文。（6）英國人湯森認為約翰．蒙特高維諾到

北京後，漸漸精通了漢語，並把《新約全書》與《詩

篇》譯成中文（7），顯然是臆測之說。 16世紀耶穌會

傳教士來華後，利瑪竇等用中文寫作了不少詮釋

《聖經》和介紹《聖經》史實的書，像 1584年羅明堅

（Michele Ruggieri）的《天主聖教實錄》、 1595年

利瑪竇（Matteo Ricci）的《天主實義》、龐迪我

（Diego de Pantoja）的《受難始末》、 1635年艾儒

略（Giulio Aleni）的《天主降生言行紀略》、陽瑪

諾（Emmanuel Dias Junior）的《聖經直解》等，雖

然其中含有許多《聖經》經文，但卻不能稱之為正式

的《聖經》中譯本。但據明末遊歷北京的一位意大利

人記載：“歐洲傳教士為促使中國人醒悟，印行了

*譚樹林，浙江大學歷史學博士，南京大學中外關係學院教授。本文為作者獲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第 11屆（2003-2004年度）

學術研究獎學金所作的課題研究論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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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部上帝律法之書，這是他們在不到一個世紀的

時間內完成的；他們還翻譯了聖托馬斯的著作和

《聖經》。”（8）18世紀初，巴黎外方傳教會教士巴設

（J. Basset, 1662-1707）把拉丁文《聖經》譯成中文，

包括《四福音書合參》、《使徒行傳》、《保羅書信》

和《希伯來書》第一章，有人把這個譯本稱為“第一

本天主教中文聖經”（9），但祇是抄本。所幸該抄本

輾轉為大英博物院收藏，馬禮遜在倫敦學習中文

時，曾謄抄了一份並把它帶到中國，成為馬禮遜翻

譯《新約聖經》的藍本。 18世紀末，賀清泰（Louis

de Poirot）將《舊約》和《新約》的大部分譯為中文，

題為“古新聖經”，實為耶穌會士較具規模的聖經翻

譯工作，祇可惜沒有刊印。（10）

此後，天主教傳教士在中國斷斷續續地從事譯

經，但均不過是一些片斷的翻譯而已，而且大多沒

有在中國流傳下來。之所以出現這種情形，其根源

當在於天主教士主張“聖經譯本必須限制不得流傳

於民間”，結果造成“聖經或其譯本祇限於某種私人

使用，從來未曾准許公諸大眾”（11）的局面。由此也

可以得到解釋，為甚麼徐光啟向傳教士提出了翻譯

聖經的計劃，卻沒有被西教士接受。（12）這乃是天主

教傳入中國三個多世紀後，尚沒有出版一部聖經中

文全譯本的根本原因所在。中國第一部天主教的聖

經中文全譯本直到 1968年才面世，它就是《思高譯

本》（13），這也是天主教在華傳教以來惟一的一部白

話聖經全譯本。（14）

與天主教士不同，基督教〔指新教〕士重視聖經

普及流傳民間的工作。他們的最大願望，就是期待

人人都能用本土方言誦讀《聖經》，這樣他們向海外

傳教之際，便將把聖經翻譯為別國文字視為“配合

傳道工作的重要任務”（15）。 1804年 9月，倫敦傳教

會計劃派馬禮遜前往中國時，就確定其主要的任務

就是將聖經翻譯成中文。馬禮遜抵華後，滿清政府

的禁教政策使他無法公開宣道，祇好努力從事文字

宣教工作，而“翻譯聖經是馬禮遜等人在佈道方面

從事的最重要的工作”。（16）

1807年馬禮遜到達廣州不久，在對中文有了初

步的掌握後，就開始翻譯《聖經》。其譯經受巴設譯

本的影響很大，特別是《新約》部分的翻譯，馬禮遜

就是以巴設譯本作為藍本，此外“還參考了在華天

主教傳教士的一些零星譯文、中文拉丁文字典，並得

到了我的中文老師不斷的、具體的協助。”（17） 1810

年譯完第一卷《使徒行傳》付梓，次年又將《路加福

音》刊刻。至 1813年夏，《新約全書》譯完， 1814

年在廣州印行。（18）舊約有一部分為米憐（William

Milne）所譯（19），稿成後均經馬禮遜親自校閱，始

成定稿。馬禮遜譯本於 1823年在馬六甲以“神天聖

書”為名出版，因係馬禮遜和米憐合作翻譯而成，

通常稱為“馬禮遜、米憐譯本”。（20）

馬禮遜譯本作為中國第一部《聖經》中文全譯

本，它的影響是深遠的。首先，它對基督教在中國

的傳播產生了重要影響。在當時中國嚴禁傳教士佈

道的情況下，翻譯和散發中文《聖經》及其它宗教

小冊子成為當時在華傳教士最重要的傳教工作。湯

清把中國基督教的歷史分為三個時期，即開創時期

（1807-1842）、廣傳時期（1842-1907）、中國教會

時期（1907-1949）。開創時期聖經漢譯的重要性是

毋庸置疑的，因為“全部聖經都譯成了中文”，即

使在廣傳時期，“聖經的翻譯”仍然“是最重要的

文字事工”。（21）許多華人正是通過閱讀中文《聖

經》，心靈受到震撼，從而對基督教產生興趣，有

的甚至皈依基督教，而這正是馬禮遜所渴望看到

的：“他渴望自己的成果能感動那些他所接觸的本

地人的心靈。”（22）據馬禮遜日記所記，他的中文老

師高先生在讀了聖經後“幾天不禱告，他已經感到

心有不安。我為這個覺醒的靈魂而祈禱上帝。”（23）

其次，馬禮遜譯本奠定了以後基督教譯經工

作的基礎。馬禮遜譯本雖具有開創意義，但嚴格

說來，包括馬士曼譯本在內，“它們祇能應付當

前宣教上的迫切需要，而內容方面尚有不少未臻

完善的地方”（24）。馬禮遜自己也意識到譯本的不

完美，所以譯本出版後，仍“嘗以修改中文聖經

之錯處為其日中之事務”（25）。他還曾希望他的兒

子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從事聖經重譯工

作。祇是由於馬儒翰忙於公務，未能如願。（26）慕

維廉博士曾特別指出，馬禮遜譯本“所成功的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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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8年馬禮遜、米憐在馬六甲創辦英華書院（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t Malacca）

Brian Harrison, Waiting for China: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t Malacca, 1818-1843, and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Mission .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9.

極有用於後來之踵其事者”（27），馬禮遜譯本為後

來新教徒的譯經提供了藍本。“四人小組譯本”就

是以馬禮遜譯本為藍本進行修訂的。 1835年，由

麥都思（W a l t e r  H e n r y  M e d h u r s t）、郭實獵

（Charles Gutzlaff）、裨治文（E. C. Bridgman）和

馬禮遜之子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組成四

人小組，對馬禮遜譯本進行重新修訂。重譯工作

首先從《新約》開始，新約部分於 1835年完成，

經麥都思作最後訂正， 1837年在巴達維亞以石版

印行，定名為“新遺詔書”。在以後的十年至十二

年間，中國的新教教會都以這冊為主要的《聖經》

譯本（28），足見其影響之大。舊約部分於 1838年

完成， 1840年印行，大部分為郭實獵所譯。太平

天國領袖洪秀全曾將部分舊約經卷印發，稱為

“舊遺詔聖書”，其印行聖經的目的除了在禮拜時

供信徒誦讀外，還被用作開科考試的題目。洪秀

全曾下令將《創世紀》、《出埃及記》和《馬太福

音》作為應試員生之參考本。（29）

總之，以馬禮遜譯本為嚆矢，到 1875年前，聖

經譯本的數量已蔚為大觀，中文聖經已經有二十七

部用當時通用文體翻譯的譯本，還有九十九部用十

種土話翻譯的譯本。中文全譯本已有七部，新約譯

本有九部。（30）到 1919年時，不僅數量大有增加，

種類漸趨多元化，甚至出現了數種少數民族語言的

聖經譯本。（31）

第一所教會學校 　　 英華書院

提起中國近代教育的變革和發展，人們自然就

會想到來華傳教士創辦的教會學校。的確，近代來

華新教傳教士的教育活動與中國從傳統的封建教育

向近代教育體制的轉變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可以

這樣說，教會學校是中國近代教育變革的溫床。遺

憾的是，在論及這種影響時，國內外學者往往祇關

注鴉片戰爭後傳教士所辦的教會學校，而對此前早

期新教傳教士在澳門、南洋等地所辦旨在教育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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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華書院教學樓

從 1820年開始招生辦到遷往香港的 1834年截止共培養了四十名畢業生

的學校重視不夠。實際上，中國近代第一所採用西

式教育制度的學校是馬禮遜和米憐在馬六甲開設的

英華書院，它成為以後在華所設的教會學校的圭

臬，所以近代新教傳教士開辦學校從事教育，馬禮

遜當是始作俑者。

馬禮遜創辦英華書院，目的就是為了傳教。在

1 8 1 2 年年底給倫敦傳教會的信中，馬禮遜明確聲

明：“我希望我們能在馬六甲有一所學院以便訓練

歐洲籍居民和當地的中國居民能夠成為傳教士，這

樣就可以派他們到恆河以東各國傳播基督教。”（32）

倫敦傳教會同意馬禮遜建立英華書院的設想， 1815

年 10月，馬禮遜在《印支搜聞》上公佈了籌建英華

書院的消息，立即得到來自印度、美國、英國等的

捐款贊助。馬禮遜本人率先捐款1,000鎊，並認捐每

年 100鎊，以五年為限。倫敦傳教會為表支持，也

捐 500鎊。東印度公司每年捐贈 1,200鎊，以資助英

華書院的發展。在地皮和資金都已基本齊備的情況

下，英華書院於 1818年 11月 11日在馬六甲舉行奠

基禮，基石上用拉丁文刻着：“1818年英華書院的

建立，乃創辦人馬禮遜博士贊助及貢獻之功。”（33）

1820年學院開始正式招生。

英華書院的近期目標是“推進英國與以中文為

書面語的國家之間友好的文化交往”，但其最終目

標是“作為一種使恆河外方讀或說中文的各族皈依

基督信仰的手段”。（34）決議案明確規定：英華書院

必須嚴格實施以傳教為目的的教學方案，開設的課

程原則上必須與傳教的目的有關，如欲開設其它與

此目的無直接關係的課程時，必須以不損害此目的

為前提，否則將造成學生祇學習世俗課程，違背了

創辦英華書院的原則。英華書院的教育正體現了這

個目標。在教學內容上，宗教佔了絕大部分，還要

參加宗教活動，但也開設中外文學、歷史、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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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實獵

（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 1803-1851）

米憐（William Milne, 1785-1822）

哲學等課程，尤重學生閱讀中國經典。在〈附則〉中

還規定，隨着書院的發展，將陸續開設機械學、化

學、博物學、植物學、幾何學和高等數學等。學院

的計劃是把人類知識的各個分支都考慮在內。以後

教會學校的課程設置均以英華書院為圭臬。

英華書院建立後，一些學校陸續開辦起來，如

譚信牧師（Rev.  Thomson）開辦的馬來語學校、

1822年宏富夫人（Mrs. Humphreys）主持的馬來語

女子學校、 1825年穆爾牧師（J. H. Moore）創立的

英語免費學校、印泰坦米爾語學校、中文學校等，

以中文學校為主。（35）

英華書院從1818年奠基，1856年解散，存在了

將近四十年，產生了重要影響。首先，它對基督教

新教在中國的傳教事業頗具意義。有論者認為，早

期來華新教傳教士從事教育，乃由於普通中國人對

他們傳教努力的抵制，而不是為了中國的教育目

的，祇是把它當作為基督教真理找到一批受制聽眾

的工具。（36）褒敦博士在談到教會學

校的目的時也說：“當時各傳

教師的意思並不是想替中國

建設一個學校系統，他們所

辦的學校不過是認作

傳教的一種工

具⋯⋯他們的

目 的 不 外 兩

種：第一種目的

是把兒童引到基

督福音勢力範圍之

下，使他們時時受其

熏染；第二種目的是

等到他們自己已經信

仰了宗教，就給他們

一種預備，使他們能

把福音再傳給別

人。”（37）《中國基

督教教育事業》

也認為，“基督教會之

學校初非專門之教育家

所設立，其志亦不在

教育人材以促進教

育之進步，乃欲以

學校為一種補助之

物，以助其宣傳福音

之業。”（38）可見教會

學校之設，實為一

種傳教的手段。

而馬禮遜、米憐

還有倫敦傳教

會，都把英華

書院看成是

向恆河外方

各國尤其是

向中國傳播

基督福音的工具。 1819年，倫敦傳教會繼任司庫漢

基先生在給馬禮遜的信中說：“我認為你開設英華

書院是一項崇高的創舉，它必將對在東亞地區的傳

教事業產生巨大的影響。”聖教書局（R e l i g i o u s

Tract  Society）司庫雷諾爾（J. Reynor）在給馬禮

遜的信中說：“我堅信這裡的朋友們都認為你在馬

六甲設置傳教差會和創辦的英華書院是最好的選

擇，它們將成為最有效的盛舉。我深信其意義將遠超

過我們所設想的。基督教的亮光和智識必將在整個中

華帝國和周邊的屬國廣為傳播。”（39）英華書院的確

培養了許多歐洲籍和中國籍傳教士。馬禮遜之子馬

儒略曾在英華書院學習，以後參與四人小組重譯

《聖經》；宏富禮牧師（James Humphreys）曾在英

華書院學習，在米憐去世後接任英華書院院長；高

大衛（David Collie）係蘇格蘭人， 1822年 6月 24日

入英華書院學習，繼宏富禮牧師之後任英華書院院

長，對英華書院的發展作出重要貢獻。中國人梁

發、屈昂等均曾在此求學，而在英華書院學習的中

國人最著名的當屬何進善，日後成為第一位華人牧

師。（40）何進善，又名何福堂， 1840年入英華書院

就讀。 1842年南京條約簽訂後，當時的英華書院院

長理雅各（James Legge）就有把倫敦傳教會總部及

英華書院遷入內地之想，其後馬儒翰主張遷到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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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第一位著名西醫黃寬

黃寬早年畢業於澳門馬禮遜學堂，1847年與容閎一起隨校長

布朗去美國，在馬塞諸塞芒松學校讀高中，兩年後考入英國

愛丁堡大學醫科， 1857年畢業，獲醫學博士學位， 1858年

回廣州行醫，並在海關兼任醫官，1878年因積勞成疾去世。

最為合適。（41）因此，英華書院於1843年遷往香港，

當時隨理雅各遷往香港的除了梁發、屈亞昂、印刷

工人何亞新外，還有四名隨遷的學生，其中就有何

進善。他精通中國古代典籍，又有較好的英文和希

伯來文修養，曾協助理雅各從事文字佈道事業。

1846年10月，在香港合眾禮拜堂，何進善被按立為

牧師，成為中國第一位華人牧師。他還曾與湛約翰

牧師同往廣東佛山創立倫敦會禮拜堂，他的兒子何

啟，曾留學英倫，回港後創辦香港雅麗氏醫院，並

成為早期中國鼓吹維新的人士之一。

其次，英華書院促進了中西文化交流。弗拉

澤爾（W. Frazer）在談到英華書院時說：“馬六甲

的英華書院不僅展示了這些目標（傳教等）的希

望，而且向東亞的土著人傳播了歐洲文學知識，

在各種有用知識的分科上，都實施了教育，西方

的先進文明已向中國、安南和東部藩屬的人民展

示了其不可估量的價值，敞開了廣闊的大門，這

有助恆河外方各族消除長期以來存在的反抗外國

人的偏見。”（42）東印度公司貿易委員會主席馬力

班克斯（Charles Majoribanks） 說：“我訪問書院

時，那兒有三十多名學員，如果書院的資金再雄

厚一些，那麼她成功的機會必然更大。我們滿意

地聽到，幾乎每個人都能熟練地用中文和英文閱

讀聖經，許多人能用中文熟練地寫作，對算術、

地理、地球儀的應用和一般的歷史知識相當精

通。因此，馬六甲一個農民的兒子得到的那種文

明教育，中國皇帝的兒子也得不到。”（43）就西方

知識而言，確然如此。

當然，英華書院最大的影響還在於它開創教會

辦學的先例，開創了以教育傳播福音的先例。自從

馬禮遜1818年在馬六甲創設英華書院後，1819年就

有麥都思在檳榔嶼創立學校、恩士牧師（Rev. John

Ince）在檳榔嶼創立一所華人學校（44），還有美爾敦

牧師（Samuel Milton）、裨治文，甚至梁發也曾和

古先生合設一私塾，“那私塾是中國內地第一所更

正教教育機關。梁先生利用中國歷來尊師重道的傳

統思想以進行傳教工作”，但後來“梁發被指為宣傳

迷信，且將國賣與外人，他的學塾被解散。”（45）其

它幾所類似學校也因礙於環境，終沒能持續長久而

告停辦。（46）

儘管如此，教會教育對傳教的重要性廣泛被傳

教士所接受。 1834年馬禮遜去世後，澳門的新教傳

教士和英美商人為紀念馬禮遜在教育上的功績，倡

議成立馬禮遜教育會（The  Morr i son  Educa t ion

Society）。 1836年 9月 28日，馬禮遜教育會在廣州

美國商館舉行成立大會，確定該會的宗旨是：“在

中國開辦和資助學校，在這些學校裡除教授中國少

年中文外，還要教他們英文，並通過這個媒介，把

西方世界的各種知識傳到他們手中。”（47）裨治文在

成立大會上發表了長篇演說，他說：“教育肯定可

以在道德、社會、國民性方面，比在同一時期內任

何陸海軍力量，比最繁榮的商業刺激，比任何其它

一切手段的聯合行動，都會產生更為巨大的變

化。⋯⋯對中國的高等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各部門作

出改進的前景，幾乎是無止境的。⋯⋯按照中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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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首批赴美留學幼童（清．同治十一年， 1874）

俗話，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一旦開始，就必須繼

續幹下去。這樣做，教育就會得到推廣。如此，整

個中國將會受益，我們的事業最終也會成功。”（48）馬

禮遜教育會在 1839年成立馬禮遜學校，聘請美國耶

魯大學畢業生布朗（Samuel R. Brown）任校長。馬

禮遜學校在布朗的主持下，既開設中文課程教授四

書、詩經、易經、中文聖經等，又開設西文課程教

授天文學、歷史、地理、數學，知識面遠比一般的

學塾廣闊。因此，馬禮遜學校是一所傳播新知的學

校。中國著名的改良家容閎、黃勝、黃寬等都是該

校的學生，三人於 1846年赴美留學，是中國近代留

學美國的開始。黃勝歸來後成為著名的西醫。容閎

從美國耶魯大學畢業歸國後，倡導計劃，促成清政

府於1872年至1875年派遣四批幼童赴美留學，許多

人學有所成，對中國近代文明產生了重要影響。中

國第一條鐵路的設計師詹天佑就是赴美留學的幼童

之一。

鴉片戰爭後，新教傳教士雖然獲得公開自由傳

教的權利，但他們對馬禮遜開創的教育傳教情有獨

鍾，全國各地都有教會學校，而且規模日益擴大，

不僅小學、中學，甚至辦起了不少大學。到 1 8 7 5

年，教會學校的總數約達八百所，學生有三萬人，

其中新教約三百五十所，學生六千人。 1877年，在

新教學堂中有六千人就讀。到 1890年上昇到一萬六

千八百三十六人。（49）祇是近代的教會教育，已不再

單單被視為傳教的手段，已更多地帶有政治動機。

1 8 9 0 年在華傳教士大會上，狄考文（C a l v i n  W .

Mateer）說：“真正的基督教學校，其作用並不在單

純地教授宗教，從而使學生受洗入教。他們看得更

遠，他們要進一步給學生們訓練⋯⋯成為社會上及

容閎（1828-1912）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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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會中有勢力的人物，成為一般人民之導師和領

袖。”（50）在美國退還庚子賠款時，伊利諾大學校長

詹姆士致函美國總統羅斯福說：“哪個國家能在教

育這一代中國青年的事上成功，哪個國家就會由於

付出一定的努力，而在道德知識和商業的影響取回

最大可能之收穫。如果美國早在十五年前就做到把

中國學生之潮流引到美國來，並使這個潮流不斷壯

大，那麼，我們今天就一定能夠通過從智識和精神

上支配中國的領袖們，來對中國的發展進行一種令

人滿意的又最為巧妙的控制。”（51）

儘管如此，教會教育對中國近代教育發展的貢

獻及影響是毋庸置疑的。余日章說：“中國近世教

育史，學校之創立，精神形式，悉有基督教會，梯

山航海，轉運而東，基督教對於中國教育之一途為

今日新教育規矱，早為國民所公認。”（52）可以說，

教會教育開啟了中國近代教育之先聲，而這一切皆

以英華書院為濫觴。

第一部中英字典：《華英字典》

近代西人研究中文及編纂字典，緣起於 16世紀

東來傳播基督福音的天主教傳教士。傳教士們認識

到，要順利在中國傳教，必須掌握中國的語言文

字，而編纂中西辭典無疑是學習中文的最佳途徑。

在這方面，傳教士作出了重要貢獻，如 1605年利瑪

竇在北京刊印的《西字奇蹟》，是用拉丁字母為漢字

注音的開始；法國耶穌會士金尼閣在中國學者王徵

的協助下，1626年刊刻的《西儒耳目資》係參照《洪

武正韻》和《韻會小補》編成，對中國音韻史研究有

重要意義，被羅常培先生稱譽為“明末耶穌會士在

中國音韻學上的第一個貢獻”（53）。明末清初學者王

徽、方以智、楊選杞、劉獻廷等都傾心於拉丁拼

音，對《西儒耳目資》極為推崇。

與歐陸國家相比，由於英國在17-18世紀與中國

的交往是以商業貿易為主，來華商人僅限於與行商

接觸，其間以中國舌人和買辦居中翻譯，因此英國

人對中國語文認識極有限。（54）直到 19世紀初，在

英國祇有喬治．斯當東一人懂得中文。 1792年馬戛

爾尼伯爵（Lord George Macartney）使團訪問中國，

當時祇有十一歲的喬治．斯當東因從兩位中國留學

生翻譯學習中文，成為使團中唯一能用官話和乾隆

皇帝談話的英國人，深獲乾隆皇帝獎賞。（55）後來，

斯當東長期在東印度公司廣州分行任職，曾翻譯出

版《大清律例》，在漢學上有所成就，被稱為“第一

位英國漢學家”（56）。無論從基督教在華傳播事業還

是中英商務發展，都亟需改變英國在中文知識的落

後狀況。倫敦傳教會規定馬禮遜來華的主要任務之

一就是“編纂一部中文字典，它要超過以前任何這

類字典”（57），顯然是出於這種考慮。

《華英字典》的編纂始自 1808年 8月。《華英字

典》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題名“字典”，以漢字部

首為序，實為漢-英辭典，分為三卷。這部分篇幅最

多，約佔總頁數的五分之三。（58）“字典”部分主要

依據《康熙字典》編譯而成，這從兩點可以看出：首

先，“字典”中的部首和部首中的字根及其排列全都

依據《康熙字典》，一個不多，一個不少；收字也全

部按《康熙字典》，且字與字之間的次序也完全相

同。其次，馬禮遜《字典》從四書五經中引用的例

句，存在許多引例刪節失當、脫文衍字之現象，奇

怪的是馬禮遜《字典》中的“刪節失當和脫文衍字之

處恰恰和《康熙字典》的失漏相一致。而英文解釋不

當處，被解釋的文字也正好是出自《康熙字典》的引

例，說明並非在原書上看懂後摘引，而是轉摘自

《康熙字典》。”（59）但確如葉再生先生所說，馬禮遜

在編撰《字典》的過程中大量參考和使用了中國人編

著的文獻資料，但馬禮遜不是簡單地翻譯，更不是

抄襲，而是傾注了其全部的心力和才智。

第二部分叫“五車韻府”，以漢字音韻為序，也

是漢 -英辭典，分為兩卷。《五車韻府》的編纂，馬

禮遜在前言中提及它是以清朝一位陳先生的著作為

藍本的。作為藍本的這部著作，據說是陳先生花了

一生時間編撰而成，但他在出版前去世。他把手稿

託附給他的學生含一糊（Han-yih-hoo）。含一糊為

了解釋、補充它，遊歷了整個中國。陳先生的門生

中，有一位叫潘應賓的，後來做了大官。《康熙字

典》編纂時，他的學生交出這部手稿，因此它對《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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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字典》的編著起了很大作用。馬禮遜設法找到這

部著作，經過編輯、調整，並加上英文後，就成了

這部字典的第二部分《五車韻府》。（60）由此可見，

《五車韻府》主要據這位陳先生的著作編譯而成。同

時，馬禮遜還提到“在編撰《五車韻府》時，還參考

了《康熙字典》和羅馬天主教士按字母排列編著的

《字母字典》（Alphabetic Dictionary）”（61）。此外，

馬禮遜還參閱過《分韻》、《佩文韻府》、《爾雅》等。

《華英字典》第三部為《英漢字典》，一卷，內

容包括單詞、片語成語和格言的英漢對照，解釋頗

為詳細。與前兩部不同是，這部是英漢辭典，前兩

部都有中文辭典如《康熙字典》和《五車韻府》等為

底本，而英漢辭典此前中國沒有。雖然來華之前，

馬禮遜曾從倫敦皇家學會借出《拉丁漢語字典》謄抄

一遍，但有人對比後，發現二者出入很大。（62）可

見，馬禮遜編纂《英漢字典》沒有底本可供參考。因

此，雖然這部分篇幅不長，但比第一、二部分要難

得多，無怪馬禮遜在《英漢字典》前言中就說：“自

從作者為本字典收集辭彙，已經過去十三年歲月。

在此期間，不斷對其增補，但是中文與英文相對應

的字全部搜集起來，這樣的著作對一個人來說太廣

泛了。即使窮盡一生，要使它完美也是不可能的。”

無論單詞、片語和句子等，編纂的原則是先給出英

文，然後是中文，最後再用拼音寫出。在《英漢字

典》最後，馬禮遜又給出中國的度量衡、曆法、土

地丈量和里程計算法（63），尤其是度量衡知識的介

紹，對西方商人的對華貿易，很有意義。

《華英字典》從 1815年出版第一卷，到 1823年

才在澳門全部出齊，前後經歷了八年的時間。它的

出版對西方漢學的發展和中外文化交流史都具有重

要意義。《華英字典》富含有關中國歷史、地理、宗

教、文化、哲學、政治、風俗、禮儀等方面的內

容，實為一部關於中國文化的百科全書。（64）英國學

者湯森說：“這部字典，幾乎既可以當做一部字

典，又可以當做一部百科全書使用，它包括了有關

中國的傳記資料、歷史和民族風情、禮儀和國家制

度的評介，是一部匯集了有關中國人的生活和歷史

文獻的最豐富的資料的工具書。”（65）在歐美漢學界

享有盛譽，德累斯頓的博學的東方學者蒙杜齊博士

這樣評價《華英字典》：“我很坦率地說，馬禮遜博

士花了十年的時間出版的這部多卷本的字典，對歐

洲學者的作用遠勝過上個世紀所有傳教團印刷的著

作和手稿。”（66）尤為重要的是，《華英字典》作為

第一部英漢辭典，它開啟了 19世紀傳教士及其他西

方學者編纂類似辭書的風氣，《華英字典》被以後寓

華傳教士在編纂英漢辭典時奉為“圭臬”。（67）

馬禮遜之後，新教傳教士們編纂了各種類型的

中文辭典達十七種之多。受《華英字典》影響較大的

是衛三畏編纂的《英華韻府歷階》（A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 in Court Dialect）。此書在道

光癸卯年（1843）由澳門香山書院發行。這本辭典可

以說是單詞對譯表。衛三畏在序言中說：“在字典

編著過程中，除了應用中國人的著作外,編者還從馬

禮遜那裡摘錄了他認為有用的一切。”（68）的確，衛

三畏的辭典中的有些詞條與馬禮遜《華英字典》中的

一模一樣，祇是在漢字注音上存有不同。此外，麥

都思的《福建省土話詞典》（D i c t i o n a r y  o f  t h e

Hokkee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受《華

英字典》影響較大。麥都思所依據的除《康熙字典》

外，主要的就是馬禮遜的《華英字典》和“一部未留

下作者姓名的拉丁文－中文詞典的手稿”。麥都思

的《福建省土話詞典》有些詞的解釋幾乎將馬禮遜的

譯詞全部採納，祇是加以補充。例如“坊”這個詞，

麥都思詞典的解釋是　　

lane：坊 fang；巷 heang；衢 keu； tung；

hang；a bye-lane 僻巷 pe heang, a lane in without a

thoroughfare，窮巷 keung；a lane in Peking is

called 胡同 hoo-tung。

後面為“胡同”一詞連同英文說明，似乎都出自

馬禮遜的字典。馬禮遜在《華英字典》裡的一句誤譯

“魏徵一言勝十萬之師”，“One word from Wei-

ching (an eminent statesman of the Tang Dynasty)

was better than a hundred thousand masters”，這裡

馬禮遜誤把“師”誤譯成“教師”，而沒有譯成軍隊。

麥都思在引用這句時，祇是把“masters”改為更直

接的“teachers”，從二者所存在的相同的錯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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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華字典》第一卷封面

馬禮遜於 1808年着手編纂， 1815年出版第一卷，取名“字

典”。這是按照嘉慶十二年刻刊的《藝文備覽》英譯的，漢-

英對照，依漢字筆劃分成二百十四個字根排列，書後附有字

母索引。（原書藏中華基督教協進會圖書館 /顧衛民提供）

《英華字典》第二卷封面

第二卷第一部分於 1819年出版，書名“五車韻府”，按英文

字母編排。 1820年出版第二部分，在〈附錄〉中把漢文書寫

體按拼音分別將楷書、行書、草書、隸書、篆書、古文六大

類列出。（原書藏中華基督教協進會圖書館 /顧衛民提供）

以看出麥都思的字典受馬禮遜字典影響不小。即使

沒有這種誤解，兩人字典引用相同的例句，也能說

明前者對後者的影響。但是，麥都思的辭典較馬禮

遜《華英字典》要小，所收漢字也少一些，然而編排

上更加科學，在羅馬字母注音上也有所改進。這當

是比馬禮遜《華英字典》後出的結果。

《華英字典》不僅對漢英辭典的編纂起了極大的

推動作用，而且對日本英日辭典的編纂也產生了很

大影響。《華英字典》出版後不久，就有日本翻譯家

準備把它譯成日文。 1828年 11月 18日，馬禮遜在

一封信中寫到：“今天遇到一位從日本來的外科醫

生叫布爾格（Burgher），他在荷蘭人中服務過。他

告訴我，日本翻譯家正在把馬禮遜的《華英字典》譯

成日文，這真是一個令人驚奇而又有趣的事實！堅

定了我在世界的這個地區使用出版物的信念。我希

望《聖經》不久也能譯成日文。”（69）布爾格還告訴

馬禮遜：在長崎（Nagasaki），日本人喜歡在他們的

扇子上寫着從馬禮遜按字母排列的《字典》中摘錄的

段落，作為一種裝飾，彼此相互贈送，可見馬禮遜

的《華英字典》在日本很受推崇。馬禮遜曾給一位日

本翻譯家 Gonoski Kokizas 寄去《華英字典》的訂

購單，布爾格還建議馬禮遜給這位日本翻譯家寫

信。馬禮遜是否寫過，現在尚無材料證明。

根據日本方面的材料佐證，馬禮遜的《華英字

典》確曾引起日本人廣泛注意，並予以購買。《新撰

洋學表》天保二年（1830）項有“英人馬禮遜所譯漢

文書天文臺譯局下附”的記載，大如電注曰：“譯員

青地林宗有記⋯⋯曾聞英圭黎人模利菘（即英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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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華字典》第三卷內頁書影

此書出版於 1822年，名為“英漢字典”。內容包含單字、詞彙、成

語、句型等英漢對照。整部字典1823年出齊共六大本，合計4,595頁。

（原書藏中華基督教協進會圖書館/顧衛民提供）

及馬禮遜日文譯音）來於媽港，以英語譯支那文，

即成巨冊⋯⋯今茲庚寅（即天保元年）初夏，官得其

書數篇，下諸吾學社余輩得始是之⋯⋯又據佐久間

象山說，漢字注以英語，洋語釋以漢文字者，始於

英人莫栗宋（馬禮遜），荷蘭通譯吉雄永保，取莫氏

之書，扶英以荷，以纂此書，英和對譯字書該是此

書吧！”（70）

另據安政二年（1855），長崎奉行勸告唐通事們

停止兼學滿語而改學英語，並要求從清朝購買馬禮

遜的《五車韻府》。他們具體地提到這本書，說明在

當時的長崎這本辭典已廣為人知，同時也證明布爾

格的話是可信的。 1857年長崎西役所內開設了洋學

傳習所，在許可其成立的老中堀正睦的“索書單”

中，也有“《五車韻府》取寄字樣”（71），甚至韓國早

期的英韓辭典也有受《華英字典》影響的痕跡。（72）

第一份中文月刊報紙

《察世俗每月統記傳》

19世紀早期來華新教傳教士在傳教方式

上有別於耶穌會士的一個重要方面，即是在

中國境內外創辦一些中外文報紙期刊，作為

其傳教的手段。最早的中國近代報刊，幾乎

全由外國傳教士創辦。據統計，到 19 世紀

末，外國人在中國共創辦近二百種中外文報

刊，佔當時我國報刊總數的八成以上。（73）

其中絕大多數為傳教士倡辦。在這方面，馬

禮遜同樣開風氣之先，他和米憐（William

Milne）於 1815年在馬六甲創辦的《察世俗

每月統記傳》（以下簡稱《察世俗》）是近代

最早的中文月刊報紙，被譽為“中國近代雜

誌的第一種”、“中國近代報業的開山鼻

祖”。（74）

以馬禮遜為代表的早期來華新教傳教士

之所以在中國首創報紙期刊作為輔助傳教的

手段，實是滿清政府實施嚴厲禁教政策的結

果。馬遜禮和米憐創辦《察世俗》的目的，

是希望通過這份雜誌，輔助傳教的進行。因

此，基督教教義的闡述，就成為《察世俗》的“根本

要務”。（75）《察世俗》的編務由米憐全盤負責，所

刊載的文章亦多出自他之手，封面書“博漢者纂”，

“博漢者”即米憐的筆名。米憐在談到《察世俗》的

內容時說：“神理、人道、國俗、天文、地理、偶

遇，都必有些”，但“最大是神理，其次是人道，又

次國俗。是三樣多講，其餘隨時順講。”（76）綜觀《察

世俗》各卷，可知宗教和道德的內容佔該刊主要部

分。米憐在 1819年談到該刊的狀況時承認：“儘管

有不少內容想要在《察世俗每月統記傳》上發表，但

開始時卻難以付諸實行⋯⋯到現在為止所發表的文

章，主要屬於宗教、道德之類，少數關於最簡明的

天文知識、有教育意義的佚事、事實的摘要，以及

偶爾一些重大事件的報道，也給刊物的面貌帶來一

些改變，但這方面實際發表的東西比應當發表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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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77）即使這些少許通俗的西洋知識的介紹，也

如米憐所說，與其說是為了科學，不如說是為了與

中國人的傳統天文學知識即“關於神和宇宙的錯誤

觀念”對抗。（78）

鑒於《察世俗》的發行主要是面向華人，為了引

起中國人的閱讀興趣，米憐盡量使《察世俗》適合中

國人的口味，從內容到形式，都力求使中國普通人

喜聞樂見。有些長文，編者採取中國傳統章回小說

的手法，分期連載，篇末加有“後月續講”的字樣，

與章回小說中的“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如

出一轍。由於當時中國朝野均視基督教為異端，馬

六甲的華人中也不乏深受中國傳統文化浸霪而對基

督教的傳播非常厭惡的人，因此它在宣傳用語時，

極為慎重。在序言中宣揚“神理”是主要內容，但在

具體傳教上，米憐等又非常注重通過各地的風俗、

道德等展開傳教。他反覆指出，考察“萬世萬處萬

人”才能求得客觀真理，所以如此，是為了避免與

當地風俗習慣和社會文化相悖的傳教方式。《察世

俗》封面的設計就體現了這種顧慮。上面從右到左

橫刻“嘉慶丙子年”，在“嘉慶丙子年”下面的右上

角印有孔子語錄：“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

正中是很大的刊名，左下角印以“博愛者纂”。這樣

米憐既避免了從正面攻擊儒家思想，刺激中國人，

而且引用孔子的語錄，耶穌加孔子的宣傳內容和形

式都清楚地表達出來。這種封面形式後來被多種報

刊如《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所採用。可以說《察世

俗》歸根結底是為了向中國人傳教而發行的一種中

文定期出版物。（79）

《察世俗》刊載宗教文章的欄目主要有“古今聖

史記”、“神理”等，米憐撰寫、發表一系列佈道文

章如〈張遠兩友相論〉、〈諸國異神論〉、〈進小門

走窄路解論〉、〈古今聖史記集〉等，其中一些“有

價值的文章”（米憐語）後來又作為單行本出版，影

響更大。像米憐的《張遠兩友相論》被人譽為可與利

瑪竇的《交友論》相媲美，它借張、遠兩位鄰居共十

二回合的對談，對基督教義給以較詳細的闡釋，是

第一部有故事情節、 事背景的傳教小冊子，而非

開卷即說教，後來的傳教士公認此書對傳教的作

用，出版後一再重刻或增訂。據1833年10月裨治文

的報告，當時這本書的單行本發行數已達五萬冊，

遍及中國沿海、蒙古、琉球（80）；1861年時，已有

十三種版本，至 20世紀初年時，估計此書印行已多

達數十萬至兩百萬冊，成為歷來最暢銷的傳教小冊

子。（81）直到1907年，這本書仍然被看作是用中文著

述的最有價值的基督教書籍之一。（82）另外作為單行

本出版的，還有米憐的《進小門走窄路解論》

（1816）、《古今聖史記集》（1819）、《全地萬國紀

略》（1822）、《聖書節解》（1825）；麥都思的《地

球便童略傳》（1819）等。據統計，到 1819年，英國

傳教會發行的中文書達 140,249冊（83），《察世俗》及

刊載於《察世俗》的文章佔了大多數。由此可知，《察

世俗》的發行對基督新教在東方傳教的重要性。

《察世俗》作為較早介紹西方近代科學知識的刊

物，對西學東漸起到一定作用，但也刊載了非宗教

性文章，介紹天文學、世界地理、地理學等科學知

識以及各國的風土人情。在“天文地理論”欄目下，

介紹天文學知識，刊載了〈論日居中〉、〈論行星〉、

〈論侍星〉、〈論地為行星〉（附〈地每日運行圖〉）、

〈論地周日每年轉運一輪〉（附〈人居地腳相對圖〉）、

〈論月〉、〈論慧星〉、〈論靜星〉、〈論日食〉、

〈論月食〉、〈天球說〉等，除文字說明外，還配以

板刻插畫，共有六幅。米憐的這些文章介紹了近代

西方天文學的重大成果日心說，通過這些文章和所

附圖畫，向中國人介紹了地球運轉、日蝕、月蝕等

科學知識，傳播了科學新聞。但是作為虔信上帝創

造萬物、無所不能的傳教士，米憐最後往往又把這

些現象都說成是神的所為，“若神一少頃取去其全

能之手，不承當宇宙，則日必不復發火，天必不復

下雨，川必不復流下”，所以“住天地之萬人，皆當

敬畏神”（84）。在“全地萬國紀略”標題下，分“論

有羅巴列國”、“論亞細亞列國”、“論亞細亞列國

之話”、“論亞非利加列國”、“論亞默利加列國”、

“論南亞默利加列國”等專題，介紹了世界五大洲各

國的都城、人口、人種、政治制度、物產和語言等

概況，旨在向中國人提供最簡明的各國地理和歷史

知識。作為一份宗教性刊物，它之所以介紹自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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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原刊封面（原大 13.7 x  25.8 cm）

學及人文社科知識，是因為在米憐看來，

“知識和科學是宗教的婢女，也可以用作

增進德行的工具。” （85）

經過《察世俗》的成功嘗試，使馬禮

遜、麥都思等新教傳教士，對於報刊雜

誌在輔助傳教上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

的認識，從而感到這類宗教性雜誌應該

繼續編印下去。《察世俗》停刊後，麥都

思於 1823年 7月在巴達維亞創辦了《特

選撮要每月統記傳》，這份刊物在形式

和內容上都受到《察世俗》的影響。封面

上方橫排以清朝紀年的出版年月，中間

為大字寫的刊名，刊名右側印有孔子語

錄“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標明編者

“尚德者纂”。該刊主要內容為宗教、時

事、歷史、新聞等， 1826年停辦。《天

下新聞》由曾任英華書院院長的吉德

（Samuel Kidd）於 1828年在馬六甲創

刊，為週刊，主要刊載中外新聞、科學、

歷史、宗教等內容，麥都思撰寫的〈東西

史記和合〉曾在其中一期上刊載。（86）但

該刊存在時間不長， 1829年便告停刊。

上述三種刊物皆創辦於南洋。新教

傳教士在中國境內創辦的第一種近代中

文雜誌是《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以下

簡稱《東西洋考》）。 1833年 8月 1日在

廣州創刊。 1836 年全年中斷， 1837年

在新加坡復刊，終止於1838 年，迄今見

到的共三十九期。主創者為德籍來華傳

教士郭實獵。他創辦該刊的目的是向中國人展示西

方文明，使中國人認識到洋人不是“蠻夷”，並使中

國人知己之不足，願向西方學習：“當文明幾乎在

地球各處迅速發展，消滅愚昧和無知之時⋯⋯祇有

中國仍像過去幾千年間那樣停滯不動。雖然我們與

他們交往已久，但他們仍認為天下首尊，把其他民

族視為‘蠻夷’⋯⋯這個月刊的出版就是為了消除中

國人的這種高傲心理，讓他們認識到我們的藝術、

科學和工藝⋯⋯向他們表明我們不是‘蠻夷’，希望

通過展示事實使中國人相信，他們還有許多東西要

學。”（87）

鑒於此，《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刊登了大量西

方文明知識，涉及歷史、地理、新聞、宗教哲學、

自然史、天文、工藝藝術、應用科學、商業貿易、

文學及其它各類內容，尤其所刊載的有關地理知識

的文章，更是影響巨大。它闢有“地理”專欄，在已

見到的三十九期《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中，除了六

期，其餘各期都刊有介紹世界地理知識的文章，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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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三十五篇，主要介紹了東南亞、南亞、歐洲各

國，還有南極、埃及、好望角和北美各一篇，世界

地理全圖之總論和列國地方總論各一篇。《東西洋

考每月統記傳》所傳播的世界地理知識在中國產生

了深遠影響，誠如業師黃時鑒先生所指出的：“如

果說利瑪竇、艾儒略、南懷仁等耶穌會士在 17、 18

世紀掀起了在華傳播世界地理知識的第一波，那末

郭實臘、禕禮哲、慕維廉、俾士等新教傳教士便在

19世紀中葉推逐了它的第二波，而第二波則正是從

郭實臘在《東西洋考》上連續發表世界地理文章開始

的。”第二波在中國學術界的影響更為深遠，產生

了一些全新的世界地理著作，如魏源的《海國圖

志》、梁廷枬的《海國四說》和徐繼畬的《瀛環志略》

等，“從學術上看，正是這第二波世界地理知識的

傳播導致了這些新的地理學成果的出現”（88）。此

外，《東西洋考》還以各種形式介紹了歐美政治制度

如英國議會、美國國會、西方報刊及郵政系統等方

面的知識，並刊載了西方一些著名人物的傳記，如

拿破侖、華盛頓等，其中拿破侖為中文傳記中第一

次出現的歐洲歷史人物。（89）這兩位外國英雄事蹟的

介紹，對於當時探求救亡自強的中國志士是一個巨

大鼓勵，給長期處於封建君主專制統治之下的中國

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覺，開闊了中國人的眼界，在一

定程度上對中國人起了啟蒙作用。

不僅如此，外國人創辦的這些期刊，對中國報

刊業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不僅西刊所用的西方

先進印刷技術被中國人自辦的報紙所採用，而且西

刊在編輯、排版、欄目設置等方面也給中國人自辦

的報刊提供了參照。以郭實獵於 1833年在廣州創辦

的《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為例，該刊為新教傳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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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境內創辦的第一種中文雜誌，它已採用分類

編纂方法。在其創刊號，即將所刊內容分為序、東

西史記和合、地理、新聞；後又增加天文、煞語、

市價篇、史記等，復刊後又增加了雜文以及介紹西

方科技、商務、政治、文化和生物等的篇幅。這種

明顯的採用分類編纂的方式，對以後中國期刊的編

纂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對此，我國新聞史專家方漢

奇先生曾指出，《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在編輯方

面每期在卷首都刊有本期內容目錄，清晰醒目，便

利讀者閱看。欄目基本穩定，隨着需要的變化略有

改動。在稿末編者有時加上編者按語。這些做法，

後來中文報刊經常採用，但當時還是第一次。總

之，在業務上，《東西洋考》已在相當程度上具有近

代報刊的基本特徵了。”（90）

總之，傳教士所創期刊開我國近代報業之先

河，“教會創刊帶動中國報業的發展，可以說是鐵

一般的事實，此亦即基督教對中國社會文化作出實

質貢獻的一面。”（91）可以這樣說，中國近代報刊的

創辦、出版機構的建立及近代印刷技術的傳入都與

西方傳教士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所以，“儘管西方傳

教士的目的主要在於傳教，但客觀上，它無異向當時

的中國出版業注入了一股新鮮血液。正是這股新鮮血

液，使得中國出版業開始了它的近代化歷程。”（92）

傳教事業：奠定基礎

1807年馬禮遜到中國時，滿清政府除了堅定執

行禁教政策外，還奉行閉關鎖國政策，限制與西方

國家往來。當時唯一獲准進入中國的是商人，並且

必須是屬於東印度公司的商人，其他人居留皆屬非

法。因此，為能合法居留中國，藉此也可為傳教事

業獲得一定的經濟保障， 1809年馬禮遜被東印度公

司僱傭為翻譯，此後一直到 1834年東印度公司對華

貿易壟斷權取消，馬禮遜亦因病去世為止。同時，

由於馬禮遜是當時為數不多的精通中文的英國人，

除英國洋行商務外，中英之間官方和民事往來亦常

需馬禮遜出面交涉。 1 8 1 6 年英國派阿美士德

（Amherst）使團來華，謀求改善中英貿易關係，馬

禮遜曾作為翻譯隨使團前往北京。所以，馬禮遜在

中國的許多時光是在處理中英往來文牘和英國廣州

洋行的商務中度過的。作為傳教士，他時刻未忘他

的傳教職責，正如簡又文所說：“他雖與商界政界

有關係，但始終以傳教為目的，未嘗因其它副業而

稍變初衷也。”（93）海恩波也認為：“從開始到生命

結束，馬禮遜從內心和靈魂深處都是一個海外傳教

士。他接受東印度公司的任命是因為它能給他提供

完成神職的方便和所需資財。”（94） 　　 實為的論。

由於滿清政府禁止公開佈道，馬禮遜主要採取

文字事工，包括翻譯聖經、用中文翻譯、寫作並刻

印、散發一些宗教宣傳品。這是當時“最安全和最

可行的工作，也是馬禮遜一生事業的最大成就”（95）。

從 1810年起陸續翻譯、刻印《使徒行傳》外，馬禮

遜感到需要有一些用中文著述的簡短而系統的基督

教釋義方面的書籍，於是他在 1811出版《神道論贖

救世總說真本》， 1812用中文編寫並出版了《問答

淺註耶穌教法》。它以英格蘭教會出版的《教義問

答》為藍本，並增加了適合異教徒閱讀的一些問

答，還附加了祈禱文以及詩篇和聖詩各兩個短篇。

這本書曾被馬禮遜廣泛用於教導中國年輕人，並在

馬六甲英華書院試用。據統計，馬禮遜著述的中文

著作達十九種，加上英文著作，共計四十種，這還

不包括他在各類雜誌、期刊上發表的文章。此外，

馬禮遜自費設立兩個印刷所（96），澳門的英格蘭印刷

所即是其中之一。他還極力要求英國和美國的基督

教會派遣能著述和印刷書籍的傳教士來華。

作為馬禮遜的助手，米憐也認為利用中文出版

是把基督教真理傳到中國的一種非常可行的方式。

他說：在每種高雅的語言中，出版物對於傳播世俗

和宗教知識的益處都是很明顯的。至於用中文出版的

書刊，也許要比任何別種文字更能有效地與中文讀者

溝通，因為中國能看書的人，其比例遠比人類的其他

民族大得多。中國的口語方言很多，而且彼此差異極

大，即使鄰省的人不求助書寫，也無法進行任何長短

的對話。由於中國的書寫文字在整個中華帝國，甚至

大多數朝貢國和幾個鄰國是通用的，利用寫中國字的

辦法可以和講任何方言的中國人溝通。尤其是中國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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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新教第一位中國牧師梁發（1784-1854）

梁發號學善者，別署學善居士，廣東高明人。嘉慶九年

（1804）到廣州當雕刻印刷工， 1810年接受馬禮遜聘請專事

刻印《聖經》中譯本。1815年跟隨米憐往馬尼拉印刷所工作，

翌年加入基督教。 1818 年協助米憐在馬六甲創辦“英華書

院”。1824年擔任牧師，繼承馬禮遜在廣州的傳教工作。曾撰

寫許多宣傳教義的小冊子，藉廣州府試時向士人散發。洪秀全

在廣州曾得其《勸世良言》，對其後創立拜上帝會甚有影響。

在實行閉關政策，對外國人存在着無法克服的嫉妒，

基督教牧師不能進入中國用生動的語言進行傳教，用

中文著成的書籍卻一般人都能理解，而且可以通行無

阻，祇要有人小心翼翼地去散發，就可傳入中國全國

各地。（97）米憐本人有中文著作達到二十一種，其《張

遠兩友相論》幾與利瑪竇的《交友論》相媲美；另一

位德國傳教士郭實獵的中文著作則達六十一種，是早

期來華新教傳教士中中文著述最多的人。（98）

在馬禮遜的影響下，繼其之後來華的英美來華

新教傳教士，大多致力於著述、出版等。 1842 年

前，新教傳教士在馬六甲、巴達維亞、新加坡等地

共出版中文著作一百三十八種，其中有關宗教內容

的佔絕大部分，達一百零六種；屬於介紹世界歷

史、地理、政治、經濟方面的著作有三十二種。這

些書刊中包涵的知識，對中國近代智識分子啟蒙具

有重要意義；它在傳播基督教方面所起到的作用，

尤為後來的傳教士所重視，並得到繼承光大。廣學

會等重要的基督教出版機構的建立，實以馬禮遜的

出版活動為圭臬。

無法公開佈道，馬禮遜就舉行家庭禮拜，把他僱

傭的中國助手及傭人作為傳教對象。據馬禮遜的妻子

回憶：“幾乎從他在中國居住之初，就努力使他的中

國助手和傭人增加對禮拜日之事的關注。”向他們宣

揚基督教教義，與他們一起唱聖歌、祈禱詩，這樣的

活動一直“持續到他生命的最後一刻”（99）。米憐曾說：

“馬禮遜早期所做的努力，就是把教他語言的那些人的

靈魂轉向關心宗教，使之皈依耶穌基督。在安息日，他

同傭人們一起讀他帶來的《四福音書合參》。”（100）麥

都思也說馬禮遜的此類活動“僅限於與他同住的人，

以及前來聽他講道的少數幾個鄰居”（101）。

馬禮遜的這種家庭禮拜在其七年的努力後終於有

了回報。 1814年 7月 16日，蔡亞高由馬禮遜施洗入

教成為基督徒，他是中國第一個基督新教信徒。（102）

蔡亞高兄弟三人，1808年初由容三德介紹與馬禮遜相

識，與他的哥哥蔡亞興一起為馬禮遜刻印新約中文譯

本。蔡亞高常到馬禮遜家中聽他講耶穌，起初因為語

言上的阻隔，蔡亞高不明白馬氏所講教義，後來參與

雕印《新約》，逐漸對基督教產生興趣。 1812年 9月

8日，蔡亞高即請求馬禮遜為其洗禮，但馬禮遜以其

性情暴戾之故，未予答應。（103）蔡亞高並未因此氣

餒，每逢禮拜日必步行數里到馬禮遜家中參加禮拜，

漸漸養成祈禱的習慣，他寫的信仰志願也頗令馬氏滿

意，於是在 1814年 7月 16日為蔡亞高洗禮，這使馬

禮遜大受鼓舞。（104）他的哥哥蔡亞興、蔡亞三也都信

仰福音。（105）對此，倫敦會 1814年的報告中也有記

載：“馬禮遜不被允許公開傳教或進入中國內地，但

他向他的僕人和其他一些人講解《聖經》，同他們一

起做禱告。一些人已經從他的講道中受益，拋棄了偶

像，渴望成為基督徒，其中一人已經給倫敦會財務總司

和秘書來信，高度評價了馬禮遜的活動，並渴望從我們

這裡得到有關基督信仰的更全面的解釋。”（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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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國《天父詩》扉頁（左圖）和內頁（右圖），據說乃洪秀全所作，共集有詩歌五百首。

給倫敦會財務總司和秘書致信者就是梁發。梁發

從1810年起就受僱於馬禮遜刻版印刷，他“與馬禮遜

先生發生的接觸和他雕刻新約書板時，由書板中所認

識的真理都對於他的心靈有着影響”（107）。馬禮遜每

年 8月至翌年 3月在廣州為公司服務，夏季則與家人

在澳門歡聚，梁發常去澳門聽馬禮遜講道。馬禮遜在

1827年 9月 18日記道：“梁發已與我同住了一個夏

季，他曾讀過《聖經》的大部分，且每日前來求我為

之講解其不能瞭解之點，退而將所得以筆記之。亞發

最長於祈禱，當彼跪下祈禱之際，最能顯出彼之虔

誠。彼天性暴躁易怒，而彼之態度又常為彼之國人所

不喜。因彼公言彼是基督徒，故我家中之非基督徒工

人咸譏謗彼為背棄歷代祖宗所信宗教之人，且為賣國

奸賊。梁發曾取得保羅致羅馬人書而意譯之，此書對

於我輩外國傳教士甚為有用，因此書提示我儕以適用

之字句，且使我儕可自評其觀念之錯誤而改正之。前

一二日，梁發及一美國青年與我等共同紀念耶穌受

死，在五人之會議中，有三個相隔最遠之國家，有屬

於東半球者，有屬於西半球者。”（108）

梁發在致倫敦傳教會財務總司的信中，也談到

馬禮遜對他的教誨：“愚今在老先生馬禮遜門下，

習讀真道，一載有餘，幸得老先生馬禮遜循循善

誘，博文約義，頓開茅塞，略知福音真道之義。弟

見真理無窮，其境難盡，愈見愈深，欲罷而不能，

是以日夕早晚，切求上主施賜聖風之德，為愚靈

心，竭盡吾木，或能學習於一二，可以遏慾寡過，

正己修身，或以之勸為教人也。”（109）梁發於1816年

11月 3日由米憐施洗， 1823年馬禮遜回國休假，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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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封為宣教師，這是第一位中國新教牧師。他熱心

傳教，他的妻子、父親都信仰基督，除妻子外，梁

發曾為五人洗禮。（110）此外，梁發認為著述佈道小

冊子散發是傳揚聖道最宜實行的方法。在1823年一年

中，梁發與屈亞昂分發的印刷品，單是廣州與廣東各

地就達四萬冊，包括一百部全套（五冊）《新約》、五

千部《聖書日課初學便用》（五冊）、五千張單頁，一

百部《聖書日課》送往廣西、四百部送往沿海地區、

四百部往南洋。梁發還注意到分發傳教書刊最好的時

機，是廣東學政歲試各府縣士子期間。他們打聽學政的

行程跟着巡迴散發，至少到過高州、肇慶、廣州等地。

1830年陰曆五月底到六月中旬，學政排考各縣文童，

他們也按期到貢院，據說共分發了六百四十二本傳教

“小書”；1833年 9月，廣州府試期間，士子雲集城

內，僅在9月14 日當天，梁發就發放小書四百本與《雜

聞篇》四百多份。（111）梁發自己著述的宗教書籍有《救

世錄攝要略解》、《熟學聖理略論》、《真道問答淺

解》、《真道尋源》、《祈禱文贊種神》等，其中最著

名影響最大的就是《勸世良言》，洪秀全創立拜上帝教

和發動太平天國運動就是受到它的影響。這些小冊子均

由倫敦會出資印刷。馬禮遜說：“如英國教會不襄助款

項以印刷小書，則彼等又何能達此目的呢？”（112）麥霑

恩說：“梁（發）先生乃中國第一個改正教宣教士；當

全國人反對基督之時，他獨敢自承為基督徒，從這點

上，就可以看到他不是一個尋常的基督徒了。”（113）

屈亞昂也是馬禮遜皈依的僕人。屈亞昂生於

1787年，職業為刻印工匠，曾隨梁發偷渡馬六甲。

1816年開始接受米憐的施洗前教育，但米憐最終並

未給他施洗。屈亞昂後來經常聽馬禮遜講壇，終在

1 8 3 0 年 2 月由馬禮遜給他施洗，並成為梁發的助

手，負責宗教書籍的刻印分發。 1831年夏間，屈亞

昂從馬儒翰學得石印技術後，由馬禮遜資助，自行

石印許多單張雙面印的聖經故事，一面文字，一面

圖畫，然後帶往廣州城內及各地散發。 1834年他被

馬儒翰送往南洋，從事宣道。鴉片戰爭後到達香

港，從事傳教直至去世。（114）

馬禮遜在華二十五年，經他直接施洗的中國信徒

除上述外，還有梁發的兒子梁進德、曾在英華書院任

中文教師的朱先生（Choo Seen-sang），總計祇有十

人。（115）如果僅就數量而言，馬禮遜的傳教業績確是

不足掛齒的。然而，正像簡又文在談及馬禮遜時所

說：“他工作之根本性質乃在開創大業，奠定基礎，

其價值在質，固不能以區區數量估定之也。”（116）確

然如此，我們在評價馬禮遜時，不能僅看其施洗的信

徒數量，而要看到馬禮遜的工作為以後基督新教在中

國傳教事業所奠定的基礎，特別重要的是馬禮遜為後

來的傳教士準備了初步的然而是大量的中文基督教書

籍。麥都思曾這樣說道：“從 1810年到 1836年，有

不少於 751,763冊勸世小冊子和書籍從中國的傳教印

刷所中分發到各地。這些書中相當數量的圖書都是馬

禮遜博士撰寫的。”他還一再表示這個書目所提供的

還不是完整的統計數位。（117）

馬禮遜在澳門的一系列活動，構成了他在華事

業的最重要部分。它不僅給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教事

業帶來深遠影響，而且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寫下

了濃厚的一筆，為西學東漸和中學西被再造了生

機。筆者以為，無論就促進在華傳教事業還是推動

中西文化交流上，馬禮遜堪與利瑪竇媲美。因為若

無利瑪竇之率先進入中國內地打開門戶，採取正確

的“文化適應”傳教策略，那麼就不會出現一度興旺

的天主教在華傳教的盛況；同樣，若沒有馬禮遜來

華奠定基礎，則不會有米憐、郭實獵、裨治文、衛

三畏等英、美、荷傳教士的相繼來華，近代中西文

化交流的內容也就不會那麼豐富。所以，如果把利

瑪竇看作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中西文化交流的開創

者，那麼，第二次中西文化交流的開拓者當屬馬禮

遜，而且由馬禮遜開啟的這次中西文化交流，層次

更深，影響更久遠。由此可見，馬禮遜的貢獻不僅

僅在宗教上，在文化上亦應作如是觀。

【註】

（1）關於基督教新教始傳中國時間，學術界尚存異議。龍基成

主張新教傳入中國應以 17世紀荷蘭新教傳教士在臺灣土著

人中傳佈為始。見氏文〈基督新教在中國的最早傳播　　

17世紀的荷蘭傳教士與臺灣平埔族〉，載《文史知識》1990

年第 2 期；但大多數學者認為以 1807 年馬禮遜來華為起

始，美國學者保羅．科恩也認為，由於 17世紀中葉荷蘭新

教徒在臺灣的傳教最後以失敗告終，而主張馬禮遜為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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